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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科举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在贤能政治上的重要制度创新，但权力仍可能对科

举的公正性造成侵蚀。 本文利用明代科举数据，考察了明代权力中枢（内阁）对科举取士的

影响。 研究发现，内阁对科举会试阶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殿试阶段，与阁臣拥有相同籍

贯（同府或同省异府）的考生将获得更高的甲第，并且更有可能在馆选中被选为庶吉士。 阁

臣中，首辅对殿试和庶吉士选拔的影响较次辅更大。 研究还发现阁臣卸任之后对科举的影

响即不复存在，而次辅对科举殿试的影响则随着任职时间的延长而加强。 因此，顶层权力

的影响导致了明代科举中地域偏袒主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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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古代中国创造了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 科举被认为对古代中国的政治整合和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 由于科举的公正性和开放性，使得非特权阶层也能够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系，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①此外，科举取士的地域平衡原则，使得不同地区的民众都具有

进入官僚体系顶层的机会，从而有利于政治的整合和国家的统一。②科举作为贤能政治的重要制度基

石也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借鉴，从而推动了世界政治的发展。③然而，科举制度仍然可能受到权力的腐

蚀。 特别是位于权力顶层并兼任科举考官的官员，由于他们的权力更少受到官僚体系的制约，因而

更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对科举结果施以不公正的影响。 例如，明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殿试阁臣翟銮之

子夺得一甲被认为是翟銮操纵科举之结果；④而晚明时庚戌科场状元归属则被疑受到宣党首领汤宾

尹的不当影响，从而加剧了东林党与宣党之间的矛盾斗争。⑤因此，顶层官员的权力可能会破坏科举

制度的公正性，从而对国家的政治秩序造成损害。
本研究选择利用明代科举数据考察权力中枢内阁对科举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明代，是因为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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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明代已趋于成熟。 而之所以关注内阁对科举的影响，是由于内阁作为明朝行政中枢握有极大

的权力，且内阁成员往往担任科举会试、殿试和馆选的考官，因而极有可能依据自身的偏好对科举结

果施加影响。 除此之外，内阁在明后期丧失了它的绝对权力，因而也为考察权力兴衰对科举的影响

提供了更丰富的历史自然实验。
本研究提出，由于古代中国家族关系和同乡关系是影响个体利益的主要因素，因而内阁官员可

能会在充当科举考官时偏袒同族或同乡考生，使其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本研究以

籍贯远近作为衡量科举考生与内阁成员家族关系或同乡关系远近的代理变量，对权力在科举制度中

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研究发现，科举会试结果受内阁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在殿试阶段，与内阁成员籍

贯相同的考生将获得更高的甲第，并且更可能在馆选中被选为庶吉士；①在内阁成员中，主持内阁的

首辅对殿试和馆选的影响较次辅更大；②该结论在控制了前一期科举殿试和馆选情况后仍然成立。
并且，研究未发现内阁成员在去职后对科举的影响，因此阁臣对科举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举中的职

务之便实现的，并非是通过对籍贯所在地经济、教育的促进作用。 此外，研究发现明代后期内阁对科

举的影响下降明显，这也与张居正之后内阁权力的衰落相符。 因此，本研究证实了明代内阁权力对

科举的影响导致了殿试和馆选中地域偏袒的存在。
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首先，虽然目前已有大量文献揭示了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和政治稳

定的影响，③但顶层权力对科举取士的影响并未受到足够关注。 本文通过识别明朝内阁权力对殿试和馆

选施加的影响，揭示了科举制度中的地域偏袒问题，并对明代党派斗争和政治分裂问题提供了启示。 其

次，虽然内阁官员对殿试和馆选有着显著影响力，但科举会试阶段受权力的影响则十分有限。 由于通过会

试即获得了最高级别的进士头衔，并进入官僚体系的中高层，因此本研究也为科举贤能政治的特征提供了

一定证据。④ 最后，本文通过对古代中国科举制度的分析，丰富了偏袒主义、裙带主义领域的相关文献。⑤

本文的结构组织如下：第二部分对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和权力结构进行说明，第三部分介绍实

证策略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汇报内阁影响科举的估计结果，第五部分是本研究的总结。

二、历史背景

（一）科举制度

古代中国的科举取士制度自唐代开始创立，在明代已臻于完备。 明代的科举主要分为四个阶

段：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童试是取得生员资格的考试，通过后即可进入所在地官方学校就读

（府、州、县学），学业优异者进入更高级的科举乡试。 乡试是分省举办的考试，通过者称为举人。
乡试一般每三年举办一次。 乡试的次年在京为各省举人举办会试，通过会试即基本获得了最高学

力的进士头衔。 但进士头衔的最终授予还需通过由皇帝主持的殿试。 殿试评定进士的甲第和排

名，但不再对应试者进行淘汰。 进士分为三甲，一等甲为最高级，名额仅为三人，二等甲和三等甲

的名额并不固定，一般在数十人至二三百人之间。 此外，殿试之后还可能根据需要安排馆选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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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为庶吉士后将进入翰林院实习，而留任翰林院将是未来进入内阁的必要条件。
本文以“次辅”指代内阁中除首辅外的所有阁臣，而非仅次于首辅的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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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馆选考试的进士被授予庶吉士头衔，成为明代秘书机构翰林院的实习生。①

考取进士功名是在官僚机构获得高级别官职的重要条件，而进士的甲第和排名则对仕途通达与

否有着重要影响。 明朝规定，第一甲第一名授从六品官，第二、第三名授正七品官，第二甲授从七品

官，第三甲授正八品官。② 洪武二十一年（１３８８）后，第一甲的三名进士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为官（第
一名为修撰，第二、三名为编修）；而二、三甲进士或通过馆选成为翰林院的实习生（庶吉士），或分配

到其他中央行政部门实习，实习结束后才能根据职位空缺授予官职。 因而，进士甲第的高低对仕途

有着重要影响。 此外，由于进入翰林院任职将获得更多与皇帝接近的机会，且是明代官员晋升成为

内阁宰辅的重要条件，因而二、三甲进士能否考取庶吉士也对其仕途影响重大。
由于科举是进入官僚体系的主要途径，明朝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 例

如，弥封誊录制度是通过遮盖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由誊录官抄录试卷的方法以防范考官徇私取人。
回避制度规定，如有亲属参加科举，则官员不应担任同场的考官。 锁院制度规定，考官接受任命后即

赴举办考试的贡院，直至考试结束不得与外界往来，从而杜绝试题提前外泄的可能。 此外，按不同职

能设置科举考官、在考试前实行严格搜检等举措，也能对科举徇私舞弊起到有效的限制作用。 然而，
明代科举仍存在为权力所利用的制度漏洞。 例如，誊录制度仅在乡试和会试中实施，殿试试卷则未

进行誊录，因此读卷官可根据试卷字迹判断出考生。 又如，亲属回避制度只是在乡试中得到执行，在
会试和殿试中执行得并不严格，且虽然亲属回避对考官子弟参加考试的限制较严，但对远亲或同族

的限制较为宽松。③ 因此，握有权力的官员仍可能利用制度漏洞破坏科举的公正性。
（二）明代的中枢权力机构：内阁

内阁是明代的中枢权力机构。 明初朱元璋撤消了总领百官的中书省，废除了宰相制度，原属于宰相

的各项权力均集中于皇帝。 由于皇帝无法独自处理政务，便指定翰林院的文学博士参预政务，并代皇帝

批答奏章和撰拟诏檄。 建文帝时期，翰林院官员解缙等人被拣选进入文渊阁参预机务，从此正式有内阁

之名。 内阁成员的数量并不固定，但多数年份内阁规模在两名以上、七名以下。 宣德时期（１４２５—
１４３５），内阁逐渐掌握了以皇帝名义起草批答稿的“票拟”之权，权力渐重，并于嘉靖朝（１５２２—１５６６）达
到顶峰。 而在明仁宗（１４２４—１４２５）后，内阁逐渐形成了由一人主持内阁的首辅制，首辅较次辅拥有更高

的权势和地位。 万历十年，首辅张居正去世之后，内阁丧失了绝对权力，党争逐渐加剧。④

明朝阁臣的选用有三种方式，或由皇帝直接任命（特简），或由朝廷大臣共同推举（廷推），或由

重臣私人推荐（私荐）。 成为阁臣不仅要有较高的学力，还要有长期的为官经验。 根据表 １ 对

１４０２—１６２７ 年间任职的 １２３ 位阁臣的统计，进士出身的阁臣占到 ９５􀆰 ９％ ，且多数在入阁前有翰林

院的任职经历。 从进士及第至首次入阁的间隔平均为 ２４􀆰 ８ 年，而从首次入阁至出任首辅的间隔平

均为 ５􀆰 ９ 年。 在任期方面，阁臣的平均在阁年数为 ６􀆰 ２４４ 年，任首辅的平均年数为 ４􀆰 ０４５ 年。
表 １ １４０２—１６２７ 年间任职的内阁成员特征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进士出身 １２３ ０􀆰 ９５９ ０􀆰 １９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进士甲第

　 一等甲 １２３ ０􀆰 ２６０ ０􀆰 ４４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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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翰林院的官员主要承担侍从顾问、经筵进讲、纂修史书等职责，具有皇帝近侍的性质。 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１—２６ 页。

明代文官的品级共分为九品十八级，从六品为第十二级，正七品为第十三级，正八品为第十五级。 参见《明史》卷 ７２《职官

一》，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７３５ 页。
张希清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２４ 页。
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６５ 页。



续表 １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二等甲 １２３ ０􀆰 ４０７ ０􀆰 ４９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三等甲 １２３ ０􀆰 ２９３ ０􀆰 ４５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是否曾任职翰林院 １２３ ０􀆰 ９４３ ０􀆰 ２３３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从进士及第至首次入阁的间隔 １１８ ２４􀆰 ７９７ ９􀆰 １２９ １􀆰 ０００ ４８􀆰 ０００
从首次入阁至首次出任首辅的间隔 ５６ ５􀆰 ９２９ ５􀆰 ８７７ ０􀆰 ０００ ２６􀆰 ０００
从进士及第至首次出任首辅的间隔 ５５ ２９􀆰 ２００ ９􀆰 ３０６ ７􀆰 ０００ ５４􀆰 ０００
在阁年数 １２３ ６􀆰 ２４４ ７􀆰 １３３ ０􀆰 ０８３ ４１􀆰 ４１７
任首辅年数 ５６ ４􀆰 ０４５ ４􀆰 ０９２ ０􀆰 ０００ １９􀆰 ５８３

（三）内阁对科举的影响

内阁之所以可能影响科举是因为阁臣在科举考试中承担重要的职责。 在会试阶段，阁臣经常被

任命为会试的主考官。 １４０４ 至 １６２５ 年的 ７５ 科科举，共有 ２９ 科由阁臣出任会试主考官。① 在殿试阶

段，阁臣须承担各科殿试的读卷职责，②主持殿试阅卷；而组织馆选也是内阁的主要职责。 因此，内阁

官员拥有影响科举的职务之便，加之科举存在制度缺陷（如殿试无誊录），使得阁臣徇私取人的行为

无法得到杜绝。 在阁臣中，首辅对殿试和馆选的影响可能更大。 这是因为在殿试阅卷中，次辅只能

对随机分配的部分试卷进行评阅，而首辅一人则能够总看各卷，且殿试的最终排名是由首辅协调读

卷官共同拟定的；在馆选中，主持庶吉士选拔的职责也由首辅承担。③ 因此，位高权重的内阁官员很

可能利用职权对科举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史料中不乏阁臣出于家族关系或同乡关系的考虑对科举施加影响的案例。 例如，景泰七年

（１４５６），阁臣陈循、王文即由于其子未能考中进士而攻讦当时的主考官刘俨；嘉靖二十三年阁臣翟銮

之子汝俭、汝孝位列一等甲则被判定为是考官为讨好翟銮而私通的结果。④ 因此，阁臣可能出于家族

私利而偏袒自己的家族成员。 此外，阁臣的偏好也可能基于地域文化认同的动机。 例如，正德年间

出任阁臣的河南人焦芳即认为“南人不可为相”，并增加了北方诸省录取进士的名额。⑤ 因此，阁臣

可能出于家族关系和同乡关系而偏袒与自己籍贯相近的考生。
当然，阁臣在科举中滥用职权也并非没有风险。 翟銮父子即因涉嫌科举舞弊而被褫职；张居正

之子也因“滥登科第”而被劾。⑥ 但官僚体系的监督主要针对的是阁臣为亲属滥用职权的行为，阁臣

对非亲缘关系的同籍考生的偏袒则难以被监督，相关案例也罕见于史料。 因此，官僚体系对阁臣在

科举中滥用职权的限制是相对有限的。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明清两代将历科进士姓名、籍贯、甲第、名次等信息雕刻成碑，立于南京国子监与北京孔庙。 题

名碑存留至今，为本研究提供了个体层面的明代科举数据。 本研究利用朱保炯和谢沛霖根据题名碑

整理修订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构建了明代科举数据库，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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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另有翰林院官员担任了 ７０ 科会试主考官（会试主考官一般为两名）。 由于内阁对翰林院官员任职、考察、升迁有着重要影

响，翰林被认为依附于内阁。 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第 ７０ 页。
由于殿试由皇帝主持，因而负责阅卷的官员被称为“读卷官”。 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定，殿试“其读卷，以内阁官，六部、都察院、

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 《大明会典》卷 ７７《科举·殿试》，万历重修本，第 ３３ 页。
张希清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第 ５１２ 页。
《明史》卷 １９３《列传第八十一》，第 ５１１２ 页。
《明史》卷 ３０６《列传第一百九十四》，第 ７８３４ 页。
《明史》卷 ２１３《列传第一百零一》，第 ５６５１ 页；《明神宗实录》卷 １３２，万历十一年一月癸酉，第 ２４５９—２４６０ 页。



内阁对科举结果的影响。 历科进士考取庶吉士数据来自张希清等还原的明代庶吉士名录。① 明代历

年内阁成员数据来自张德信《明代职官年表》（黄山书社 ２００９ 年版）。 内阁成员的籍贯信息则来自王

其矩《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版）的阁臣简表。
（二）实证策略

本研究将识别会试及以上不同阶段科举考试受内阁的影响。 在会试阶段，由于只有最终通过会

试的考生信息，因而我们选择以各府进士数占当科进士总数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如下的

双重差分模型：
Ｙ ｊｔ ＝ β０ ＋ β１Ｓａｍｅｐｒｅｆ ｊｔ ＋ β２Ｓａｍｅｐｒｏｖｊｔ ＋ α ｊ ＋ λ ｔ ＋ θＸ ｊｔ ＋ ε ｊｔ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的下标 ｊ 和 ｔ 分别指示府和考试年份；核心解释变量中，以内阁中是否有阁臣

来自该府（Ｓａｍｅｐｒｅｆ ｊｔ）、内阁中是否有阁臣来自同省的其他府（Ｓａｍｅｐｒｏｖｊｔ）作为衡量该府考生与阁臣家

族关系和同乡关系远近的代理变量。 阁臣与同府考生的家族关系和同乡关系应强于同省异府的考

生，而阁臣与同省异府考生的关系则应强于来自其他省份的考生；α ｊ、λ ｔ 分别为府级固定效应和年份

固定效应；Ｘ ｊｔ为控制变量的向量组；ε ｊｔ为随机扰动项。 该实证策略的对照组是所属省份无阁臣的府。
若阁臣能够在会试中使自己籍贯所在府的考生受到偏袒，那么阁臣所在府的进士比重将显著更高，
从而使得 β１ 大于 ０；若阁臣对与自己籍贯同省但并不同府的考生也能够施以偏袒，则 β２ 将大于 ０；若
对同府考生的偏袒大于同省异府的考生，则 β１ 将大于 β２。 实际回归中，为识别首辅和其他阁臣影响

的差异，核心解释变量将变为四项，即首辅是否来自该府、首辅是否来自同省的其他府、是否有次辅

来自该府、是否有次辅来自同省的其他府。
由于通过会试的考生直接进入殿试，且殿试阶段不进行淘汰，所以我们选择构建以下模型从个

体层面考察内阁对殿试甲第和名次的影响：
Ｙｉｊｔ ＝ β０ ＋ β１Ｓａｍｅｐｒｅｆｉｊｔ ＋ β２Ｓａｍｅｐｒｏｖｉｊｔ ＋ α ｊ ＋ λ ｔ ＋ θＸ 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２）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Ｙｉｊｔ为考生殿试的甲第或名次，下标 ｉ、ｊ、ｔ 分别指示考生、考生籍贯所在府和考

试年份；核心解释变量中，Ｓａｍｅｐｒｅｆｉｊｔ变量判断当年内阁中是否有与考生籍贯同府的阁臣（有 ＝ １），
Ｓａｍｅｐｒｏｖｉｊｔ变量判断当年内阁中是否有与考生籍贯同省异府的阁臣（有 ＝ １）；实际回归中，核心解释

变量将区分首辅和次辅的影响差异；其他变量的设定与模型（１）类似。
最后，考察内阁对馆选影响的模型也与模型（２）类似，只是此时的被解释变量为该进士是否被选

为庶吉士（是 ＝ １）。 并且，此时模型将控制该进士在殿试时的甲第与排名，从而对进士能力的异质性

进行控制。
以上的双重差分模型可能受到反向因果问题的影响。 由于阁臣多为进士出身，因而历史上一府

进士比重的上升、进士甲第和名次的提高可能会导致当前该府拥有阁臣的概率上升；而历史上的科

举表现也与当前的科举情况存在正向关联，因此即便阁臣不影响科举，当前阁臣与当前科举表现也

可能存在正向关联，参见图 １。 为此，我们选择在回归中控制前一科的科举表现。 由于阁臣平均考中

进士的时间是在数十年前（见表 １），因此历史上科举表现与当前科举表现的关联将被削弱，从而使得

阁臣对科举的因果作用得到识别。
在样本选择上，本研究将主要的考察时间限定为 １４２４ 至 １５８２ 年。 选择 １４２４ 年作为上限，是

因为此时首辅制已得到确立、内阁制度已趋于成熟；而以 １５８２ 年作为下限，是因为张居正之后内阁

权力渐失，并且政局逐渐陷入党派纷争的困境。 本研究也将单独考察 １５８３ 至 １６２７ 年内阁失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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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反向因果问题的控制策略

的情况，由于崇祯时期（１６２８—１６４４）明朝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因而不作为考察时期。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研究从科举制度变迁和经济地理条件两方面进行了变量构建。 首先，

可能影响科举结果的重要因素是各省乡试录取额数（解额）的变化。 洪武、永乐时期（１４２５ 年前），明
朝并未对各省乡试录取人数进行限定；永乐之后，除正统和景泰时期的少数科次不拘额数外，其余科

次一率按解额录取举人，且不同科次的解额分配多有变化。 为控制解额对科举的影响，本研究控制

了各科分省的解额数；①对不拘额数的年份，采用不拘额数科次（是 ＝ １）与省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加

以控制。 其次，会试分卷制的确立也是影响科举结果的重要事件。 洪武、永乐时期，会试录取考生的

名额并未有地域限制；宣德二年（１４２７）开始实施南北分卷制，划定南方省份则为 ６０％ ，北方省份则为

４０％ ；正统四年（１４３９），又从南方省份中划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为中卷，录取比例为 １０％ ，南北卷录

取比例各减 ５％ 。② 为控制分卷制的影响，本研究控制了各省所属分卷地域的固定效应与分卷时期

的交互项。
表 ２ 统计描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进士比重 ８ ４２７ ０􀆰 ５８０ ０􀆰 ９８９ ０􀆰 ０００ １２􀆰 ８３８

　 进士甲第 １３ ６３８ １􀆰 ３２０ ０􀆰 ４８９ １􀆰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进士名次 １３ ６３８ ９０􀆰 ２７０ ６８􀆰 ２４２ １􀆰 ０００ ３２３􀆰 ０００

　 选为庶吉士（是 ＝ １） １３ ６３８ ０􀆰 ０４７ ０􀆰 ２１１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核心解释变量：

　 与首辅同府（是 ＝ １） ８ ４２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与首辅同省异府（是 ＝ １） ８ ４２７ ０􀆰 ０７８ ０􀆰 ２６８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与次辅同府（是 ＝ １） ８ ４２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６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与次辅同省异府（是 ＝ １） ８ ４２７ ０􀆰 １５２ ０􀆰 ３６０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控制变量：

　 乡试解额 ８ ４２７ ０􀆰 ０６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０ ０􀆰 １４７

　 试卷类别（北 ＝ １、中 ＝ ２、南 ＝ ３） ８ ４２７ ２􀆰 ２４５ ０􀆰 ８３０ １􀆰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人口增长率（１３９３—１５８０） ８ ４２７ ０􀆰 ３９４ ０􀆰 １８３ － ０􀆰 ０４８ １􀆰 ２６４

　 平均海拔（ｌｏｇ） ８ ４２７ ５􀆰 ６５０ １􀆰 ３５１ １􀆰 ８０３ ８􀆰 ０４６

　 海拔标准差（ｌｏｇ） ８ ４２７ ５􀆰 １４４ １􀆰 ０４４ １􀆰 ３２６ ７􀆰 ２０１

　 至北京的距离（ｌｏｇ） ８ ４２７ ６􀆰 ８５３ ０􀆰 ８８０ ０􀆰 ０００ ７􀆰 ７２２

　 至海岸线的距离（ｌｏｇ） ８ ４２７ ４􀆰 ７９０ ２􀆰 ３４５ ０􀆰 ０００ ７􀆰 ０７２

　 　 经济地理方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１３９３—１５８０ 年间分府的人口增长率、平均海拔、海拔的标准差、至
京城的距离和至海岸线的距离。 由于这些变量不随时间变化，因而是以与年份交互项的形式纳入回

归方程。 其中，人口增长率数据来自曹树基的历史人口数据集，海拔变量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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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额数据来自张希清等主编《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第 ２４９—２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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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ＴＯＰＯ３０ 高程数据计算得到，各府至京城和海岸线距离则基于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复旦史地

所的 ＣＨＧＩＳ Ｖ６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２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四、实证结果

（一）对会试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考察了会试阶段内阁对科举的可能影响。 采用模型（１）中的双重差分设定，表 ３ 给

出了首辅和次辅对进士比重影响的估计结果。 前四列考察明前期和中期（１４２４—１５８２）的情况。 第

一列控制了经济、地理等变量以及年份和府级固定效应。 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不

显著，表明首辅和次辅并不会显著增加其籍贯所在府与所在省的进士比重。 第二列额外加入了省级

固定效应与年份的交互项，以控制不同省份时间趋势的差异。 结果显示，阁臣对籍贯所在府与所在

省的进士比重仍未有显著影响。 第三列为处理可能的反向因果问题，额外控制了前一科的进士比

重，结果仍不显著。 第四列将样本限定为这一时期所有阁臣籍贯所在的府，以使实验组与对照组更

为同质。 此时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不显著。 最后一列考察明后期 １５８３—１６２７ 年间的情况，结
果显示这一时期内阁对会试结果同样没有显著影响。 之所以在会试阶段内阁对进士比重影响并不

十分显著，可能是由于会试采取了较为严格的考试制度（如誊录），从而限制了可能的徇私舞弊行为；
也可能是仅有部分阁臣出任了会试主考官，因而限制了他们对科举的操纵。
表 ３ 内阁成员籍贯与进士比重

明代：进士比重（％ ）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内阁所在府 明后期

（１） （２） （３） （４） （５）

核心解释变量

　 首辅来自该府（１ ＝ 是）
０􀆰 ９３３

（０􀆰 ７７９）

０􀆰 ９２０

（０􀆰 ７２２）

０􀆰 ６９５

（０􀆰 ５０８）

０􀆰 ６５１

（０􀆰 ４０２）

０􀆰 ２１２

（０􀆰 ２６５）

　 首辅来自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１５

（０􀆰 ０９０）

－ ０􀆰 ０４８

（０􀆰 ０６１）

　 次辅来自该府（１ ＝ 是）
０􀆰 １１２

（０􀆰 １２２）

０􀆰 １１３

（０􀆰 １０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８０）

０􀆰 ２３２

（０􀆰 １４８）

　 次辅来自同省异府（１ ＝ 是）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０）

－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４）

　 前一科进士比重
０􀆰 ２８６∗∗∗

（０􀆰 ０５２）

０􀆰 ２６３∗∗∗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４）
地理、经济、学额等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府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同省份时间趋势差异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８ ４２７ ８ ４２７ ８ ４２７ ２ ４９１ ２ ３８５

Ｒ２ ０􀆰 ６２７ ０􀆰 ６３５ ０􀆰 ６６５ ０􀆰 ６３５ ０􀆰 ７９４

　 　 说明：表中汇报的是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 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人口增长率（１３９３—１５８０ 年）、海拔的均值

（ｌｏｇ）、海拔的标准差（ｌｏｇ）、至北京的距离（ｌｏｇ）、至海岸线的距离。 此外，方程还控制了各省乡试录取额数（“解额”）和会试分卷制的变化。∗∗∗、∗∗、∗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二）对殿试的影响

尽管内阁对会试阶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由于殿试阅卷主要由内阁首辅主持，且殿试制度较会

试更不严密（如无誊录），因而内阁对殿试结果将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采用模型（２）中的双重差

分模型，表 ４ 给出了内阁对应试者进士甲第的影响。 等级最高的一等甲被赋予最大值 ３，二等甲和三

等甲则分别被赋值为 ２ 和 １。 前四列首先考察明前期和中期（１４２４—１５８２）的情况。 第一列控制了主

要经济、地理变量以及会试情况（进士比重），回归结果显示，四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

·７７·

贤能制度中的偏袒主义：基于对明代科举的考察



正，表明与首辅或次辅同府或同省都会使考生甲第得到显著提升。 以首辅的影响为例，相比籍贯与

首辅省份不同的考生，与首辅同府的考生获得更高一级甲第的可能性要高出 １０􀆰 ４％ ，而与首辅同省

异府考生获得更高一级甲第的可能性则要高出 ４􀆰 ４％ 。 比较估计系数的大小，与首辅或次辅同府的

作用要高于与首辅或次辅同省的作用，反映了阁臣与同府考生相比同省异府考生存在更接近的家族

关系或同乡关系；此外，首辅对同府或同省考生的影响都要大于次辅的对应影响，反映了首辅在殿试

阅卷中更大的影响力。 第二列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与年份的交互项，第三列额外控制考生所在府前一

科的会试和殿试表现，结果都显示估计系数十分显著且稳健。 第四列将样本限定于这一时期所有阁

臣所在的府，估计系数无明显变化。 最后一列考查明朝后期 １５８３—１６２７ 年间的情况。 结果显示核心

解释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这可能反映了随着内阁权势渐微，阁臣对殿试的影响已相对有限。
表 ４ 内阁成员籍贯与进士甲第

明代：进士甲第（３ ＝ 一等、２ ＝ 二等、１ ＝ 三等）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内阁所在府 明后期

（１） （２） （３） （４） （５）

核心解释变量

　 籍贯与首辅同府（１ ＝ 是）
０􀆰 １０４∗∗

（０􀆰 ０４３）

０􀆰 １０３∗∗

（０􀆰 ０４３）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１）

０􀆰 １０７∗∗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７４）

　 籍贯与首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１）

　 籍贯与次辅同府（１ ＝ 是）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８）

　 籍贯与次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进士比重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前一科一甲进士比重
０􀆰 １２０

（０􀆰 １０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７７）

０􀆰 ０６５

（０􀆰 １８２）

　 前一科二甲进士比重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９０∗∗∗

（０􀆰 ０３４）

　 前一科进士比重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地理、人口等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府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同省份时间趋势差异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３ ６３８ １３ ６３８ １３ ６３８ ８ ０３９ ４ ６０６

Ｒ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８ ０􀆰 ０７４

　 　 说明：表中汇报的是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以府为聚类）。 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人口增长率（１３９３—１５８０ 年）、

海拔的均值（ｌｏｇ）、海拔的标准差（ｌｏｇ）、至北京的距离（ ｌｏｇ）、至海岸线的距离。 此外，方程还控制了各省乡试录取额数（解额）和会试分卷制的变

化。∗∗∗、∗∗、∗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由于进士甲第是分类变量，因而表 ５ 采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以
三等甲作为基准，估计了内阁对考生考中二等甲和一等甲的影响。 前两列以所有府为样本。 第一列

结果显示，与首辅或与次辅同府或同省将使考生考中二甲的概率与其考中三甲的概率之比（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出现显著上升，并且与首辅同府的影响最大（考中二甲进士的概率将提升 １１􀆰 １％ ），①与首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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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计算的是均值处的边际效应，反映的是对于一个各变量为均值的个体，其与首辅同府情况下考中二甲进士的概率与不

同府情况下概率的变化。 同时，结果显示与首辅同府考中二甲进士概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考中三甲进士概率的下降导致的（下降了

近 １１􀆰 １％ ），考中一甲进士概率变化的影响极小。



省的影响次之（考中二甲进士的概率将提升 ４􀆰 １％ ），与次辅同府或同省的影响最小（考中二甲进士

的概率将提升约 ３％ ）。① 第二列结果显示，考生考中一甲的概率与其考中三甲的概率之比受内阁的

影响较小，仅有与次辅同府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且意外的是，此时权力较大的首辅却未能显著提升

同府或同省考生考中一甲进士的概率。 导致这种反常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等甲三名进士的评定最

受到整个文官系统的关注，而一甲进士与主导阅卷的首辅之间的可能关系往往会受到官场舆论的抨

击，甚至成为首辅受弹劾的理由，因此首辅将避免推荐与自己有地域关系的考生为一甲进士。 此外，
虽然首辅对一甲进士的拟定影响极大，但皇帝仍握有最终决定权，并经常会对拟定名单做出调整，从
而削弱了首辅的影响。 而之所以次辅对一甲进士有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次辅受官场舆论的监督更

少所导致。 第三列和第四列将样本限定于内阁所在府，估计结果较前两列并无明显变化。 因此，多
项逻辑斯蒂回归肯定了阁臣对进士甲第的影响，并且发现了首辅和次辅对一甲进士选择影响的特殊

之处。
表 ５ 内阁成员籍贯与进士甲第（多项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明代：进士甲第

全样本 全样本 内阁所在府 内阁所在府

二等甲 一等甲 二等甲 一等甲

（１） （２） （３） （４）

核心解释变量

　 籍贯与首辅同府（１ ＝ 是）
０􀆰 ５６２∗∗∗

（０􀆰 １８６）

－ ０􀆰 ４５９

（０􀆰 ３５１）
０􀆰 ５５８∗∗∗

（０􀆰 １９１）

－ ０􀆰 ４３４

（０􀆰 ４３２）

　 籍贯与首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２０９∗∗∗

（０􀆰 ０７６）

０􀆰 １９７

（０􀆰 ３５５）
０􀆰 １８２∗

（０􀆰 １０１）

０􀆰 ５５９

（０􀆰 ３５５）

　 籍贯与次辅同府（１ ＝ 是）
０􀆰 １７４∗

（０􀆰 ０９２）

０􀆰 ６６７∗

（０􀆰 ３６２）

０􀆰 １８４∗

（０􀆰 ０９９）

０􀆰 ８８３∗∗

（０􀆰 ４２４）

　 籍贯与次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１７１∗∗∗

（０􀆰 ０４９）

０􀆰 ２１２

（０􀆰 １９８）
０􀆰 １１８∗∗

（０􀆰 ０５７）

０􀆰 ４１６

（０􀆰 ２８３）
地理、人口等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府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同省份时间趋势差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３ ６３８ １３ ６３８ １０ ８６１ １０ ８６１

　 　 说明：表中汇报的是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以府为聚类）。 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人口增长率（１３９３—１５８０）、海

拔的均值（ｌｏｇ）、海拔的标准差（ｌｏｇ）、至北京的距离（ ｌｏｇ）、至海岸线的距离。 此外，方程还控制了各省乡试录取额数（解额）和会试分卷制的变

化。∗∗∗、∗∗、∗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殿试除了评定考生甲第，还评定了各甲第考生的名次。 但除了一甲进士排名对进士授官有影响

外（即状元比榜眼和探花高一级），二甲和三甲进士的排名对授官并无重要作用。② 因而，阁臣很可

能缺乏影响二甲和三甲进士排名的动机。 表 ６ 进一步考察阁臣对同一甲第内考生名次的可能影响。
前三列分别考察一甲排名、二甲排名和三甲排名受到的影响。 除了次辅对二甲排名有一定影响外，
阁臣对同甲第内进士排名的影响并不显著。 后三列将样本限定为阁臣所在的府，主要结果仍保持不

变。③ 阁臣对二甲排名和三甲排名影响微弱，可能的主要原因是排名对授官影响不大。 而阁臣对一

甲进士排名未有显著影响，则可能是由于内阁有避嫌的考虑，以及皇帝对最终排名的调整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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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与首辅同省以及与次辅同府或同省对考中二甲进士概率的提升作用也主要是由于考中三甲进士概率的下降导致的。
二甲和三甲进士先实习后授官，而实习部门的分配则是“照依名序，吏、户、礼、兵、刑、工部、都察院各二员，通政司、大理寺

各一员，周而复始，榜末十余员俱留本部”。 参见万历《吏部职掌·文选清吏司·求贤科·进士除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５８ 册，齐鲁书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３７ 页。
此时与次辅同府对一等甲的影响此时变为显著为负，可能是由于样本量减少较多导致估计误差增大所致。



表 ６ 内阁成员籍贯与进士名次

明代：进士排名

一等甲 二等甲 三等甲 一等甲 二等甲 三等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核心解释变量

　 籍贯与首辅同府（１ ＝ 是）
－ ０􀆰 ６１５

（１􀆰 ３１３）

－ ０􀆰 ８２０

（２􀆰 ７１４）

５􀆰 ９８０

（５􀆰 ２２５）

０􀆰 ９１２

（０􀆰 ９２２）

－ ０􀆰 ５５４

（３􀆰 １２０）

８􀆰 １３４

（５􀆰 ３９２）

　 籍贯与首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３４９

（０􀆰 ６２０）

１􀆰 ７８２

（１􀆰 ５８２）

－ １􀆰 ９１３

（３􀆰 ２４１）

－ ０􀆰 １９５

（０􀆰 １２６）

２􀆰 ９３７

（２􀆰 ７１６）

０􀆰 ８４０

（５􀆰 ００４）

　 籍贯与次辅同府（１ ＝ 是）
－ ０􀆰 ５４５

（１􀆰 ２０１）
５􀆰 ２０３∗

（３􀆰 ０９４）

０􀆰 １１０

（４􀆰 ０４６）
－ ２􀆰 ２６２∗∗

（０􀆰 ９８５）

５􀆰 ３３４∗

（３􀆰 ０９７）

０􀆰 ４６８

（３􀆰 ４３６）

　 籍贯与次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８６８

（１􀆰 ０２２）

０􀆰 ８６０

（１􀆰 １４７）

－ ０􀆰 ３８２

（２􀆰 １１６）

－ １􀆰 １１８

（０􀆰 ６８７）

０􀆰 ９３７

（１􀆰 ５９６）

－ ０􀆰 ４９７

（３􀆰 ０５５）
地理、人口等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府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同省份时间趋势差异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４７ ４ ０６８ ９ ４２３ １０４ ２ ５２２ ５ ４１３
Ｒ２ ０􀆰 ８２０ ０􀆰 ２９９ ０􀆰 １８０ ０􀆰 ９２０ ０􀆰 ３０７ ０􀆰 １７６

　 　 说明：表中汇报的是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以府为聚类）。 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人口增长率（１３９３—１５８０）、海

拔的均值（ｌｏｇ）、海拔的标准差（ｌｏｇ）、至北京的距离（ ｌｏｇ）、至海岸线的距离。 此外，方程还控制了各省乡试录取额数（解额）和会试分卷制的变

化。∗∗∗、∗∗、∗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三）对庶吉士选拔的影响

馆选是选拔翰林院庶吉士、为内阁和各部储备人才的重要考试。 由于馆选同样由内阁主持，因
而也可能受到阁臣偏好的影响。 表 ７ 采用线性概率模型，给出了内阁对进士选为庶吉士概率影响的

回归结果。 由于庶吉士选拔的对象是二、三甲进士，因而本研究以二、三甲进士作为样本。 第一列控

制了进士在殿试时的甲第和排名、进士所在府录取进士的比重以及经济、地理方面的控制变量。 结

果显示，与首辅同府或同省会显著增加进士考取庶吉士的概率（约 ７􀆰 ２％ ），而与次辅同府的考生也获

得了录取概率的提升（约 ３􀆰 ７％ ）。 并且，首辅的影响要大于次辅，同府较同省具有更大优势。 第二列

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与年份的交互项，结果同样稳健。 第三列控制了前一科馆选所在府进士考中庶吉

士的比例，结果并无明显变化。 第四列将样本限定为内阁所在府，与首辅同府变量估计系数仍显著为

正，与首辅同省、与次辅同府变量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较第三列有所下降，但仍接近１０％；而与次辅

同省变量的估计系数变得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庶吉士数量较少导致估计受到极端样本的影响。 最

后一列考察明后期 １５８３—１６２７ 年间的情况。 结果显示，与内阁成员同府或同省对考取庶吉士已无助

益，而与首辅同府甚至会产生显著负面的影响，因此内阁权力的衰微可能同样削弱了阁臣影响庶吉士选

拔的能力。 因此，表 ７ 的主要结果表明在晚明之前，阁臣对馆选结果施加了显著影响。
表 ７ 内阁成员籍贯与庶吉士选拔

明代：是否选为庶吉士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内阁所在府 明后期

（１） （２） （３） （４） （５）
核心解释变量

　 籍贯与首辅同府（１ ＝ 是）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７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７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６８∗∗∗

（０􀆰 ０２０）

　 籍贯与首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籍贯与次辅同府（１ ＝ 是）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７）

　 籍贯与次辅同省异府（１ ＝ 是）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５）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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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明代：是否选为庶吉士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内阁所在府 明后期

（１） （２） （３） （４） （５）

核心解释变量

　 进士甲第（二等甲 ＝ 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９）

　 进士总排名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进士比重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前一科选为庶吉士的比例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２９）
地理、人口等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和府级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不同省份时间趋势差异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７ ９６６ ７ ９６６ ７ ９６６ ４ ６７５ ３ ９５４
Ｒ２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４ ０􀆰 ０５７

　 　 说明：表中汇报的是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以府为聚类）。 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人口增长率（１３９３—１５８０）、海

拔的均值（ｌｏｇ）、海拔的标准差（ｌｏｇ）、至北京的距离（ ｌｏｇ）、至海岸线的距离。 此外，方程还控制了各省乡试录取额数（解额）和会试分卷制的变

化。∗∗∗、∗∗、∗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如果阁臣利用职权对科举施加影响，那么当其卸任后，对科举的影响应不复存在。 而如果阁臣

通过促进经济和教育发展提升当地的科举表现，则其卸任后对科举的影响仍可能持续。 为考察阁臣

卸任后是否仍对科举产生影响，本研究在回归方程中额外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关于首辅

变量，本研究控制了是否与上一任首辅同府（同省）变量。 而关于次辅变量，由于许多年份次辅数超

过一位，因而本研究控制了是否与十年前的次辅同府（同省）变量。 表 ８ 给出了加入滞后项的回归结

果。 结果显示，与当前阁臣同府（同省）对殿试甲第和馆选结果的影响依然稳健；而所有滞后项都不

显著，反映了阁臣卸任后并不会继续对科举施加影响。 因此，对滞后影响的考察说明阁臣对科举的

影响更可能是通过利用职权操纵科举所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促进当地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间接渠道。
表 ８ 稳健性检验（滞后影响是否存在）

进士比重 甲第 选为庶吉士

（１） （２） （３）

核心解释变量

　 与首辅同府（１ ＝ 是）
０􀆰 ６６６

（０􀆰 ５２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６）

　 与首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０１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２）

　 与次辅同府（１ ＝ 是）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９）

　 与次辅同省异府（１ ＝ 是）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９）

　 与前一任首辅同府（１ ＝ 是）
－ ０􀆰 ００９

（０􀆰 １２８）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８）

　 与前一任首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与十年前次辅同府（１ ＝ 是）
０􀆰 ０６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３）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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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８
进士比重 甲第 选为庶吉士

（１） （２） （３）

核心解释变量

　 与十年前次辅同省异府（１ ＝ 是）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９）
观测值 ８ ４２７ １３ ６３８ ７ ９６６

Ｒ２ ０􀆰 ６６５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２

　 　 说明：表中汇报的是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 第二列和第三列标准误以府为聚类进行调整。 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变量与年份的交互

项：人口增长率（１３９３—１５８０）、海拔的均值（ｌｏｇ）、海拔的标准差（ｌｏｇ）、至北京的距离（ ｌｏｇ）、至海岸线的距离。 此外，方程还控制了各省乡试录取额数

（解额）和会试分卷制的变化。∗∗∗、∗∗、∗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五）异质性检验

１􀆰 权力的变化：任职时间的影响。 由于资历的差异可能影响阁臣的地位，进而导致阁臣对科举

影响力的差异，因而本研究进一步考察阁臣的任职时间对科举的影响。 识别资历差异影响的方法，
是在回归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与任职时间的交互项。 当同府（同省）次辅的数量多于 １ 人时，任职时

间变量为所有次辅的平均值。 由于阁臣的平均在阁年数为 ６ 年，首辅的平均任期为 ４ 年，因而本研究

将 ６ 年设为任职时间变量的上限（超过 ６ 年则记为 ６ 年），以排除长期任职的特殊阁臣可能对估计造

成的影响。 表 ９ 给出的估计结果显示，首辅的任职时间并不会导致首辅对会试、殿试和馆选影响的

差异，反映出首辅在任职时之权力可能已达到顶峰。 而次辅的任职时间被发现对殿试具有显著的影

响，次辅任职时间越长，便会更显著地提升与次辅同府的进士的甲第。 此外，次辅的在职时间对馆选

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馆选结果主要由内阁所决定，因而次辅一旦任职即可能对馆选施以

较大影响所导致。 因此，表 ９ 的估计结果表明任职时间的确与次辅影响科举的能力存在关联。
表 ９ 异质性检验（任期的影响）

进士比重 甲第 选为庶吉士

（１） （２） （３）

核心解释变量

　 与首辅同府（１ ＝ 是） × 任期
０􀆰 ２２８

（０􀆰 １４４）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与首辅同省异府（１ ＝ 是） × 任期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６）

　 与次辅同府（１ ＝ 是） × 任期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０）

　 与次辅同省异府（１ ＝ 是） × 任期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与首辅同府（１ ＝ 是）
０􀆰 ０４３

（０􀆰 １９９）
０􀆰 １４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５）

　 与首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５∗

（０􀆰 ０１８）

　 与次辅同府（１ ＝ 是）
－ ０􀆰 ０４７

（０􀆰 １２４）

－ ０􀆰 ０４７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３６）

　 与次辅同省异府（１ ＝ 是）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４）
观测值 ８ ４２７ １３ ６３８ ７ ９６６

Ｒ２ ０􀆰 ６６７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２

　 　 说明：表中汇报的是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 第二列和第三列标准误以府为聚类进行调整。 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变量与年份的交互

项：人口增长率（１３９３—１５８０）、海拔的均值（ｌｏｇ）、海拔的标准差（ｌｏｇ）、至北京的距离（ ｌｏｇ）、至海岸线的距离。 此外，方程还控制了各省乡试录取额数

（解额）和会试分卷制的变化。∗∗∗、∗∗、∗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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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一府内部的差异：同姓与异姓。 以上研究表明，与阁臣籍贯地域上的相近性的确会影响科举

考生的殿试和馆选结果。 而由于姓氏分布在空间上具有一定聚集性，①因而本研究可以利用考生与

阁臣姓氏的相同与否进一步区分同一府或同一省内考生与阁臣家族关系或同乡关系的远近。 为此，
本研究在考察殿试和馆选回归方程中额外加入了以下四个变量：②（１）是否与首辅同姓与是否与首

辅同府变量的交互项；（２）是否有同府且同姓的次辅变量；（３）是否与首辅同姓与是否与首辅同省异

府变量的交互项；（４）是否有同省（异府）且同姓的次辅变量。 此外，回归方程也额外控制了与首辅同

姓变量和内阁中有同姓次辅变量。
表 １０ 给出了回归结果。 第一列考察殿试甲第受到的影响。 结果显示，与首辅同府且同姓变量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与首辅同府同姓考生相比同府异姓考生会在殿试中获得更高的甲第，反
映了同府同姓考生受到了首辅更多的偏好。 同时，内阁中有同府且同姓次辅变量的估计系数也显

著为正，因而次辅的偏好也与首辅类似。 因而，姓氏的确区分了一府内阁臣与考生家族关系和同乡

关系的远近。 与表 ４ 的结果相比，此时与首辅同府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但与次辅同府变量的

估计系数则丧失了显著性，反映了次辅对同府考生的偏好比首辅更为局限。 这可能是由于次辅的

职权较首辅更低，因而只能对家族关系与同乡关系更接近的考生施加影响所致。 此外，与首辅同省

（异府）且同姓变量、内阁中有同省（异府）且同姓次辅变量以及与首辅同姓、次辅同姓变量的估计

系数都不显著，这反映了当地域范围较大时，同姓与否已不能够区分家族关系和同乡关系的远近。
第二列考察馆选。 结果显示，与首辅同府且同姓变量和内阁中有同府且同姓次辅变量的估计系

数都不显著，表明与首辅和次辅同姓并不影响庶吉士的选拔。 因此，在庶吉士的选拔中，首辅和次辅

并不会偏好同一府内家族关系和同乡关系更为接近的考生。 这种偏好之所以与殿试不同，可能是由

于庶吉士的选拔目的在于培养顶层官员，因而对能力的关注要甚于对家族关系和同乡关系的关注。
表 １０ 异质性检验（同姓与异姓）

甲第 选为庶吉士

（１） （２）

核心解释变量

　 与首辅同府且同姓
０􀆰 ２３５∗∗

（０􀆰 １０１）

０􀆰 １８１

（０􀆰 １３２）

　 有同府且同姓的次辅（１ ＝ 是）
０􀆰 ４１６∗∗∗

（０􀆰 １３１）

０􀆰 ０３５

（０􀆰 １２０）

　 与首辅同省异府且同姓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４８）
　 有同省异府且同姓的次辅 （１ ＝

是）

０􀆰 ０１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２）

　 与首辅同府（１ ＝ 是）
０􀆰 ０９９∗∗∗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９）

　 与首辅同省异府（１ ＝ 是）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０）

　 有同府的次辅（１ ＝ 是）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０）

　 有同省异府的次辅（１ ＝ 是）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与首辅同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３８·

贤能制度中的偏袒主义：基于对明代科举的考察

①
②

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７—５７ 页。
对会试的考察利用的是府级层面数据而非个体层面数据，因而无法利用姓氏异同进行研究。



续表 １０
甲第 选为庶吉士

（１）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有同姓的次辅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３）
观测值 １３ ６３８ ７ ９６６

Ｒ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５

　 　 说明：表中汇报的是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及其稳健标准误（以府为聚类进行调整）。 控制变量包括以下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人口增长率（１３９３—

１５８０）、海拔的均值（ｌｏｇ）、海拔的标准差（ｌｏｇ）、至北京的距离（ｌｏｇ）、至海岸线的距离。 此外，方程还控制了各省乡试录取额数（解额）和会试分卷制的变

化。∗∗∗、∗∗、∗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语

尽管科举被认为是古代中国贤能政治的重要制度基石，但其仍然可能受到权力的影响，成为政

治分裂和衰败的催化剂。 本研究通过对明代科举的考察，发现居于权力中枢的内阁成员会基于家族

或同乡关系的考虑，在科举殿试阶段给予同府或同省考生更高的甲第，并在馆选阶段更多地选拔同

府或同省考生成为庶吉士，且首辅较次辅对科举有着更大的影响力。 研究也发现阁臣卸任后对科举

的影响即不复存在，因而阁臣的影响主要是利用其在科举考试中的职权而产生，并非源于阁臣对籍

贯所在地经济、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此外，研究发现内阁对会试阶段的影响力较小，因而科举制度

对阁臣权力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通过揭示权力顶层对科举的影响，本研究为探索古代中国的政治衰败提供了线索。 科举虽包括

解额制、分卷制等利于从不同地区公平选拔官僚人才的制度，但明代内阁却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偏袒

具有家族关系或同乡关系的考生，从而破坏了科举的公正和官僚集团的团结。 尽管社会流动性并不

会由于阁臣对殿试和馆选的影响而受到过多干扰（因为通过会试即能够确保进士头衔的获得），但不

同官僚集团因科举结果而相互攻讦，很可能对晚明的政治分裂起到了催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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